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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的“技术模式”与中国旧石器
技术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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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th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s early as in the 1960s and 70s, Grahame Clark, a British archaeologist, has put 
forward the“technological modes”which outlined the main evolution stages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stone tool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technological modes”approach in China 
underestimat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versiti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in the Paleolithic 
Age of China,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in the Paleolithic 
Age of China and undervalue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of China to the world archaeology. 
Therefore, we should discard Clark’s“technological modes”in our studies on th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The studi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in the Paleolithic Age of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itself, observe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in a regional prospect and explore 
the research methods suitable for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the lithic technologies in the Paleolithic Age of China.

事物的演化具有阶段性，人类行为的演

化阶段通常是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的

物质文化组合。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人类

行为研究重要内容的石器技术演化过程，常

被研究者总结为不同的演化阶段。随着区域

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技术演化过程的认知

也会发生改变，或将其中的阶段细化，或将

其取消。因时间和空间的交互影响，人类行

为的演化同时具有复杂化和区域化的特点。

一方面，人类行为的历时性发展表现为技术

等行为要素的传承，然而传承的过程中有创

新，同时也有部分行为要素的消失。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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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类行为常受到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

如石器技术的发挥受到石器原料质量和富集

程度的影响，同时地区资源也会限制人类的

食物组成，形成获取特定资源的技术。

尽管如此，人类行为演化的阶段性仍是

比较明显的，考古学资料中常存在流行于特

定时段和特定区域的物质文化组合。故而，

研究者们不断尝试对技术等人类行为演化阶

段进行总结。其中，20世纪60~70年代英国

史前学家克拉克（G. Clark）的“技术模式”

（Mode 1～6）是基于大范围石器技术演化过

程总结而来的[1]，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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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应用[2]。该“技术模式”被介绍到中

国后，也有较普遍的应用[3]。然而，与欧亚

大陆西侧以及非洲相比，中国旧石器技术演

化过程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特殊的[4]。克拉克

的“技术模式”能否承担描述中国旧石器材

料的任务值得讨论。鉴于此，本文回顾克拉

克的“技术模式”及其在中国应用的历史，

探讨不同模式应用于中国材料的适用性，并

以此为契机呼吁探索适用于中国旧石器技术

演化过程研究的方法。

一、克拉克的“技术模式”及
存在问题

1961年克拉克出版《世界史前史概要》

（World Prehistory：An Outline）一书，对

全世界范围的史前考古材料进行了概述[5]。

1969年该书的第二版中，克拉克将石器技术

的演化过程描述为5种模式[6]。1970年出版的

《史前史面面观》（Aspects of Prehistory）一

书中，他详细介绍了模式1到模式5的技术内

涵、时空分布，并将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的磨

制石斧和石锛（polished axes or adzes）作为

第6种模式（Mode 6）加入到“模式说”之

中[7]。1977年，《世界史前史概要》第三版

与第二版保持一致[8]，仅介绍前5种技术模式

（表一）。    

《世界史前史概要》中，克拉克对各技

术模式的介绍极其简洁，仅用一个图表进行

总结，并未对每一种模式的技术特征进行详

细、严格的界定。我们仅在行文中找到一些

技术模式归类的标准，如模式2最为典型的

是两面加工的手斧，但不限于此，还包含模

式1的砍砸器、加工手斧所得的石片；到该

模式发展阶段的后期，还有手镐、石核刮削

器、薄刃斧等[9]；模式4包含石叶、雕刻器和

多样的琢背器物（backed pieces），并且通

常伴随复杂的骨、角、牙器，装饰品和艺术

作品等[10]。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对“技术模式”

进行反思[11]。其中，以美国学者约翰·谢伊

（John Shea）立论最为系统，认为虽然“技

术模式”在以往的应用中具有一定优势，但

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作为一种描述方法，“技术模式”

在多方面不明确。如模式1仅关注工具的形状

而不涉及这些砾石工具或石片工具的制作方

法（硬锤修理、砸击和摔击法等）。模式3以

预制石核为主要特征，但克拉克并未明确预

制石核的概念；即便将预制石核限定为勒瓦

娄哇石核（Levallois core），也会因为勒瓦娄

哇技术本身的多样性而不甚明确[12]。棒击法

（punch-stuck）剥离石叶是模式4的特征，但

石叶生产有多种方式，并且棒击法的认定在

实践中并不容易操作。

其次，“技术模式”以石制品组合中

最为“先进”的技术元素确定，这种方法代

表了技术线性累进式发展的思路。然而技术

并不一定总是简单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演

表一                      克拉克的“技术模式”各版本内容比较

技术模式

《世界史前史概要》
第二、三版，《史前史

面面观》第一版

《世界史前史概要》
第二版

《世界史前史概要》
第三版

《史前史面面观》
第一版

技术表现 时  代 时  代 时  代

模式6 磨制石斧和石锛 农业社会
模式5 用于复合工具的细石器 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 狩猎采集向农业过渡阶段

模式4
使用棒击法剥制且具有

陡状修理的石叶
发展的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 开始于距今4 ~3万年间

模式3
预制石核上剥下的石片

加工的石片工具
旧石器时代中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 晚更新世早期

模式2 两面加工的手斧
旧石器时代早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

中更新世
模式1 砍砸器和石片 早更新世或中更新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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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常常会出现所谓的“高级”技术与“原

始”技术共存的现象[13]。克拉克也指出后一种

模式出现之后，前一种仍有可能存在[14]，但在

针对同一石制品组合归类的实践中，这种技

术累进式发展的技术模式存在较多问题。比

如石叶技术被认为是模式4的代表，但是在大

量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发现了系统的石

叶生产技术[15]，它们常与勒瓦娄哇技术共存，

将这类石制品组合归入克拉克的“技术模

式”是困难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遗址中常以勒瓦娄哇技术和

棱柱状石叶石核技术生产石叶[16]，这类石制品

该归入何种技术模式也不明确。如果严格以

棒击法剥离石叶作为模式4的标准，那么早期

的石叶遗存又如何归类？尤其在旧石器晚期

初段遗址中，石叶遗存是主体，显然不是模

式3的技术特征。

再者，“技术模式”所能提出的考古学

问题并不明确。同一模式的石制品组合具

有何种指示意义？是代表相同的石器技术

传统，还是代表相同的人群？抑或是两者的

混合？模式1技术分布如此广泛，意味着什

么？如果没有特别的意义，把它们统一归入

模式1有何必要？

虽然克拉克在“技术模式”提出之时，

目的在于将石器技术独立于其他文化特征，

进而以此展示史前社会石器技术演化的过

程；并且，技术模式的限定要素相对比较

单一，如模式1主要为砍砸器，模式2主要为

手斧，等等（见表一）。然而，在具体应用

时，不同模式却是具有时间意义的多种石

器类型或技术要素的组合。模式1等同于奥

杜威（Olduvai）工业，模式2大致等同于阿

舍利（Acheulian）工业，模式3等同于旧石

器时代中期的勒哇娄瓦-莫斯特（Levallois-

Mousterian）工业，模式4被称为旧石器时代

晚期石叶技术组合，模式5被称为中石器时

代细石器技术组合，模式6基本等同于新石

器时代的磨制石器技术组合[17]。当一种技术

模式的判断标准为A，仅存在两种可能性：

有A或者无A；当判断标准为A、B两个时，

存在四种可能性：既有A又有B、只有A、只

有B、既无A也无B；当判断标准为n个时，存

在2n种可能性。所以，在众多可能性中，满

足所有类型或技术要素便可归入同一模式，

还是满足部分即可成立，实践中难以操作。

约翰·谢伊在批评克拉克的“技术模式”

的同时，提出了新的技术模式分类方式[18]，摒

弃了总结石器技术和类型进而归纳石器工业

的思路，转而针对石器技术本身进行拆分。

他将石器技术划分为9种模式，个别类别又

可进一步分为次一级的模式，如模式 D为修

理的石片（retouched flakes），进一步分为

D1~4，分别为修理的石片工具（retouched 

flake-tools）、琢背或截端工具（backed/

truncated flakes）、雕刻器（Burins）和修理

的细石器（retouched microliths）。这些不同

的模式代表了不同技术的组织方式，之间相

对独立，仅为“是”与“否”的判断，所以

操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较少。

二、克拉克的“技术模式”在
中国的应用及存在问题

1996年林圣龙著文将“技术模式”系

统引入中国，认为该模式是“概括世界旧石

器文化技术发展的总趋势制定出来”，“避免

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分期法”[19]，可用于地区

间的比较。该文指出可应用“技术模式”描

述中国打制石器的演化，认为中国存在模式

1、模式4、模式5，但不存在模式2和模式3

技术。文章尤其对中国是否存在模式2着力

甚多，构成了中国有无手斧大争论的一个重

要部分[20]。近年来，众多具有阿舍利技术特

征的石制品组合被发现，虽然这些发现的具

体考古学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模式2

技术在中国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21]。也有

少数学者认为中国存在典型的模式3技术，

即勒瓦娄哇石片技术[22]，但对此方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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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深入。

林圣龙对克拉克“技术模式”的介绍来自

《人类演化和史前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中“石器制

作”（Stone-Tool Making）这一条目中对“技

术模式”介绍的翻译[23]。该书中“技术模式”

的内涵明显比克拉克最早提出时要丰富得

多，克拉克更多地关注石器技术本身，而新

的模式则添加了一些与石器技术相关联的文

化或技术要素，如装柄、骨角器、弓箭等。

虽然林圣龙认为“技术模式”是在综合

世界范围内旧石器技术演化的总趋势后发展

而来的，但有些欧美学者则认为该技术分期

方式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24]。“技术模式”

最适用于描述西欧的旧石器材料，当应用于

其他区域时，适用性确有局限[25]。一方面，

其他区域有着不同程度的技术模式缺失，如

非洲、东亚等。另一方面，部分区域的石器

技术很难归入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比如美洲

古印第安人文化中流行的两面投射尖状器

（projectile point）等。

就中国而言，克拉克在20世纪60年代

最初发表“技术模式”时，国外学者所能看

到的中国旧石器材料仅限于周口店与水洞沟

两处遗址。然而，中国是一个广阔的区域，

是人类行为演化的重要阵地，且有着至少约

170万年以来漫长的人类活动历史[26]。目前中

国发现的旧石器遗址远超过1000处[27]，1949

年前发表的周口店与水洞沟两个遗址群的材

料，显然不能代表中国旧石器技术演化的全

过程。在缺失欧亚大陆东部广大区域石器

技术演化过程的情况下，克拉克总结出来的

“技术模式”不能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至

少可以说其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旧石器技术

的演化过程。

当把“技术模式”应用于中国的旧石器

材料时，它存在的不足是明显的。多数学者

认为中国流行模式1技术，甚至认为“模式1

技术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始终占着主导的地

位”[28]。这就导致大家形成了一种认识，就

旧石器技术演化而言，晚更新世晚期（距今

约4万年）以前的东亚是“一潭死水”，缺

少变化。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我们通过以下两个

问题的讨论对此进行解答。其一，是否可以

简单地使用模式1技术描述中国旧石器时代

大部分时段的石器技术演化？其二，是否可

以用模式1描述中国境内所有区域的早期石

器技术演化？

首先，中国所谓的“模式1技术”早晚有

别。北方泥河湾早更新世的遗址中多以简单

石核—石片技术为主，石器类型以简单修理的

边刮器为主，且工具的比例和修理程度都很

低[29]，同时缺乏“奥杜威工业”中常见的砍

砸器等重型石器类型。然而距今3万年左右的

水洞沟第2地点同样以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为

主，但出现了修理程度较高的边刮器，还出

现了加工精致的端刮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常

见的石片工具[30]。后者该归入何种技术模式

难以把握。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多为以砾石

工具为主的石制品组合，然而大约在氧同位

素3阶段（距今约5.7~2.4万年），很多遗址转

而流行石片石器组合，无论砾石还是石片工

具都可被归为模式1技术。但这两种石器组合

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适应层面都可能有巨大

差异[31]，将之笼统地归为模式1技术，显然不

利于我们去理解其中的技术适应性变化。

其次，中国所谓的“模式1技术”有着

地域区别。就南方与北方而言，便存在石片

主工业与砾石主工业[32]，这两种主工业有着

一定的地域分布范围，它们可能反映多样的

考古学意义，包括原料选择、技术传统或适

应方式等的异同。笼统的将之称为模式1技

术不利于我们探索其中蕴含的古人类区域生

态适应特点等。对于一些地区的石制品组

合，“模式说”难以发挥作用，如主要存在

于云贵高原的零台面石片技术组合。这种石

制品组合中剥片并未采用石核预制技术，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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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入模式1技术。但是遗址中有一定数量

加工精致的石“矛头”，还伴随出土有装饰

品、大量的磨制骨器等[33]。这些现象又与其

他区域流行模式1技术的遗址文化内涵有着

本质的区别。

鉴于以上的简要论述，将中国旧石器

时代大部分时段、大部分地区的石制品组合

笼统地归为模式1技术与实际情况不符。当

然，随着将来更为细致的研究，以及更为合

理的看待中国所谓的模式1技术石制品组合

的方式，研究者可能会在其中发现更多的技

术多样性。因此，我们不应忽视中国简单石

核—石片技术的区域多样性，而笼统地采用

模式1来描述这些石制品组合。

另外，模式5被认为是中国旧石器时代

晚期存在的重要技术模式，然而克拉克所描

述的模式5与中国所谓“模式5技术”的内涵

并不相同。克拉克描述的模式5是中石器时

代的代表，以存在用作复合工具的细石器为

特征，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技术表现。黎凡特

地区以几何形细石器（geometric microliths）

为特点，而欧洲则以小石叶（bladelet）为

特点[34]。中国被认为属于模式5的石制品组

合以细石叶技术（microblade technology）为

主，包括大量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一些小

型工具等。贾兰坡先生曾系统论述过东北亚

细石叶技术传统与几何形细石器技术传统的

区别，两者分布范围各自独立，毛坯生产方

法不同，石器组合有所不同，甚至起源都有

所不同[35]。中国与欧洲模式5技术的区别虽未

有学者专文论述，但明显不同的是，欧洲缺

乏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常见的以楔形细

石核为主的细石叶剥片技术。林圣龙也指出

在旧大陆东、西两侧，模式5技术存在着不

同，认为“两者同样显示了重大的差异”，

并以此为论据，指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

深刻差异”[36]。既然两者存在重大、深刻差

异，那么显然没有理由将之归属于同一种技

术模式。

三、探索适合中国旧石器技术
演化研究的方法

克拉克的“技术模式”是一种描述性

语言而非分析性语言，适用于材料的粗略描

述，较少有学者将之作为石器时代的研究方

法分析考古学材料。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

模式”确实对我们粗略了解旧石器时代石器

技术演变大有助益。然而，在考古资料如此

丰富、研究问题如此多样的今天，研究中继

续使用“模式说”显然不利于我们对史前社

会石器技术演化过程及其多样性的理解。

事实上，从《世界史前史概要》第二版

和第三版的行文及结构演变中可以看出，克

拉克本人也未过度依赖“技术模式”描述考

古学材料。在该书的两个版本中，模式1、

2、3在一个章节中介绍，并且各自作为独立

的标题使用，但他并未使用模式4或者模式

5作为标题描述考古材料。在第二版中，他

选择了使用不同的旧石器文化阶段描述不

同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材料，如

使用夏特尔贝龙（Châtelperronian）—奥瑞纳

（Aurignacian）—格拉维特（Gravettian）—梭鲁

特（Solutrean）—马格德林（Magdalenian）序

列描述法国的材料[37]。在第三版中，不同区

域的旧石器考古学遗存则进一步细分到不同

的章节进行介绍（如非洲、欧洲、西南亚、

东亚、北美洲等等），并且在很多地区并未

使用或者并未完全使用“模式说”对旧石器

材料进行描述，尤其涉及旧石器时代晚期及

其后时段的考古材料时，如使用不同的石器

工业名称分区域描述非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考古材料[38]，使用不同的文化名称描述北美

等地区的考古学材料[39]。克拉克对中国旧石

器考古学材料的描述在第二版仅提及周口店

第1、13地点，并作为模式1的代表；而在第

三版中，包括周口店（第1、13、15地点）、

丁村、山顶洞、小南海、水洞沟、萨拉乌苏

等众多遗址皆被提及，但并未指明除周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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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地点以外的其他各遗址分属何种模

式。克拉克本人十分注意不同地区石器技术

演变的多样性，《世界史前史概要》第三版

呈献页上出现的“致人类的多样性”（To the 

Diversity of Men）便是明确的证据。

中国的面积接近于整个欧洲，然而我们

对石器技术多样性的揭示却远不如欧洲。尤

其距今4万年前，中国旧石器技术基本被概

括为“模式1技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张森水先生在探索中国石器技术区域多样化

方面早已得出了指导性的成果[40]，他将中国

的石器技术发展分为南、北两大主工业，外

加多个区域工业类型。虽然可能有学者对此

分区归类有不同看法，但此工作无疑显示出

中国的旧石器技术演化并非铁板一块，提醒

我们看待此问题需要区域视角。

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旧石器技术通常被

描述为北方简单的石核-石片工业、南方的砾

石工业，而其他所谓的西方因素（勒瓦娄哇

技术、石叶技术等）则被称为外来因素[41]，

并以技术的扩散或人群的迁徙作为对此现象

的解释。这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思维，一种将

中国的行政区划等同于旧石器文化地理区域

的做法。这种思维预设了一种存在于中国的

主流石器技术，将一切与之不同的技术看作

是外来技术；同时这种旧石器技术演化过程

又常被作为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42]。

如果古人类在中国连续演化，那么是整个中

国还是中国某一个区域的古人类连续演化？

同样的问题也适合于中国旧石器技术的连续

演化，什么样的区域是连续演化的？因人类

化石稀少，区域化地看待中国境内古人类演

化还有些困难，但也有学者揭示出中国古人

类化石体质演化的复杂性[43]。相较而言，旧

石器遗址数量多、材料丰富，可作为我们研

究中国古人类行为区域性演化的重要支撑。

当中国旧石器技术的演化被看作是中

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时，那么保持中国

旧石器技术的单一性或者说“纯洁性”可能

是研究者潜意识里的首要目标。因为只有

如此，才能更好地旁证中国古人类的连续演

化。这就导致较少有人去区域化地看待中国

旧石器技术的演化，也少有人去深究这“单

一的”技术中是否有着不单一的演化过程。

目前，一种石器技术能否对应特定人群并不

明确，比如复杂的勒瓦娄哇技术既为尼安德

特人所使用，也为现代人所使用，甚至也可

能为丹尼索瓦人（Denisovan）所使用[44]，而

仅靠操作程序简单的石器技术的连续发展证

实古人类的连续演化，这一思路值得进一步

讨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探

讨人群的关系，更要讨论人类行为的表现及

原因。后者必然要涉及不同区域人类行为的

多样化，因为人类行为会受到区域环境的影

响。中国境内自然地理单元多样，既有南方

相对湿热的大河谷地、温凉的高原山地，又

有北方广阔的平原地带、沟谷纵横的黄土高

原、干旱广袤的沙漠，这些不同地区的古人

类是否发展出适应各自环境的技术体系和适

应生存方式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人类的连续演化

和中国旧石器技术发展的特殊性是众多学者

坚持的观点[45]。若此，绝无理由使用一个总

结自欧洲和非洲旧石器技术演化过程的“技

术模式”来概括中国的旧石器材料。

目前，对“技术模式”的借用至少从三

个大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

发展。

其一，大大降低了对中国旧石器技术

多样性的探索。尤其是“模式1”的使用，

使得距今4万年前中国旧石器技术被想当然

地认为是单调的，进而让人有了对此时段的

石器技术演化了无生趣的感觉。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此时段的石器技术演化既有区域差

异，又有时间差别。

其二，“模式1”的简单使用大大降低了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对世界范围内人类行

为演化研究应有的贡献。虽然当今旧石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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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考古学界更多关注非洲、西亚等地复杂技

术的发现（如早期装饰品、早期复杂的石器

技术）。但表面上简单的石器技术为什么能

够支持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

了近两百万年，之后在距今1万年左右，于

不同的区域发展出了农业，进而孕育出了世

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这种简单的石器技术

的适应方式和能力对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理解

人类行为的演化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模式说”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众多科学问

题的解释。比如，模式1技术的长期存在是

否旁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模式2、模式4

等技术在中国的出现是否是非洲、欧亚大陆

西部相同模式技术的扩散，等等。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内还是从中国旧石器

技术演化的研究来看，克拉克“技术模式”

的应用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不适合以之

描述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材料。中国旧石器

技术的演化阶段研究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的

材料，关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石器技术的特

征，使用“技术特征分析法”揭示技术的演

化过程，而并非将中国的发现简单地归入某

种已存在的技术模式框架。虽然中国的旧石

器材料相对比较分散，除泥河湾盆地、周口

店等遗址群外，少见具有长期连续、较高分

辨率年代序列的区域。目前我们还未能很

好地总结出中国旧石器技术演化的阶段。然

而，立足不同区域，探索适合于中国旧石器

时代石器技术演化研究的方法是我们今后努

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四、结    语
通过对克拉克“技术模式”的回顾，

我们并非否定“模式说”曾经在认识石器技

术演化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且今后它还将继

续发挥作用。然而，当我们对今天的考古学

材料和考古学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时，克拉克

“技术模式”的应用致使我们忽视了史前石

器技术演化的诸多细节，大大降低我们所能

揭示的史前技术的适应多样性。尤其是当用

它来描述中国旧石器考古材料时，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中国旧石器技术演化研究的发

展，同时也降低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对

世界考古学所应有的贡献，故而应该摒弃。

中国旧石器技术演化的研究应该关注中

国境内石器技术演化本身，以区域的视角看

待中国旧石器技术的演化而非将其作为一个

整体参与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人类行为与

古代文化具有区域性特点，在考古学研究实

践中，不应仅借用依照非洲、欧洲等地材料

总结出的现成体系套用中国考古材料，我们

应该更多地关注不同学说体系的思考逻辑，

进而结合中国的考古学材料建立相关理论模

型或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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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金（编号41502022），中国科学院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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